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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在世纪之交已经完成人口转变，与欧盟内生性的均衡人口转变过程相比，我国人口转变是典型的外生性非稳

定过程，二者在主导因素、途径和结果上形成强烈反差。我国将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是巩固和稳定低生育率，缓解人口年龄

结构改变的负外部性，促进内生性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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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在世纪之交实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低速增长，人口转变已经完成，今后的人口发展道路将是在稳定低生育率的

基础上逐步走向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欧盟国家是“先发”人口转变国家，早在20世纪前期就完成了人口转变，已经经历了

半个多世纪的人口低速增长过程，有些国家已经接近零增长。中欧人口转变的时间差为我们充分认识欧洲的人口转变途径、

过程、问题和经验提供了契机，从中汲取可资我国稳定人口低增长借鉴的有益经验。 

      一、基本概念和理论 

    人口转变论（Demographic Trasition ）阐述在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下，人口发展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

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该理论是在对西欧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产生的。最早由兰德里（A. Landry）在20世纪初、汤普森（W. Thompson）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他们依据经济因素，特

别是生产力对人自然变动的影响，把人口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40年代，诺特斯坦（F. W.  Notestein ）、 戴维斯（K.Davis）最先系统地论述了人口转变的条件、原因和理

论， 初步创立了“人口转变理论”，提出人口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 ）原始阶段，以高生育率、高死亡率、

低自然增长率为基本特征；（2 ）过渡阶段，以死亡率先行下降，生育率随后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先升后降为基本特征；

（3）现代阶段，以低死亡率、低生育率、 低自然增长率为基本特征。人口转变实际上就是从原始阶段向现代阶段的过渡阶

段，即人口转变阶段。 

    人口转变的主导原因是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技术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促进人口

死亡率率先下降；另一方面，生养孩子成本的增加使孩子的家庭效益弱化，避孕技术的推广使人们少生孩子成为可能，同时

受死亡率下降的拉动，人口出生率随之而下降，最终实现人口增长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高位平衡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

低位平衡过渡，“这是人口转变的标准解释”。之后，许多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C.P.Blacher, 1947; 

K. Davis, 1950; UN, 1953; H. eibenstein, 1959; A. Coale, 1973, J.C.Caldwell,1976; R. Easterlin, 1976）。也有

学者提出过四阶段论（F. W. Notestein, 1953; A. Coale & E. Hoover, 1958;  C.  P.Kindleberger & 

B.Herrick,1958），五阶段论（C.P.Blacher, 1947;C.Pete & Larkin,1982），但是其基本框架并无实质性差别。 

      二、欧盟与中国人口转变过程比较 

    本文采用的资料主要来自：1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和人口委员会1999年出版的《世界人口前景：1998 年卷》

（World PopulationProspects:The 1998 Revision）；2）中国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历年人口统计资料；3）国内外文献中

关于欧盟国家历史人口的论述与资料。研究方法主要采取比较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包括纵向动态比较和横截面的静态比

较，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 

      1.欧盟的人口转变 

    欧盟国家均为发达国家，属工业化起步最早的国家行列，与二战以后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相比，是“先发”人口转变国

家，其人口转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大机器工业迅速发展，不但引起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

深刻变革，而且，对构成社会主体的人口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技术的发展，实业的发展，因而也是财富与繁荣的发展，发

明出用更少的工人生产一切劳动果实的经济方法。几乎农业中的所有劳动都用牲畜代替了人，几乎工业中的所有工序都由机

器代替了人。”（Sismondi，1819）于是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失业、贫穷成为与社会财富增加极不协调的伴生物。生产力

水平提高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向人口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生产领域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对劳动力数量

的需求相对缩减。所以，当时的西欧，特别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发生了相应的“人

口革命”。 

    1）死亡率在18世纪下半叶率先下降，并从此持续下降。由于社会财富的逐渐丰富，科学技术的逐步发展，人们的营养

状况得以改善，特别是医学技术的进步，如18世纪末牛痘疫苗的发明,20世纪初磺胺类药物、抗生素维生素和DDT等有机农药

的发明与使用， 以及氯化物在人类安全饮用水方面的推广，对一些疾病的认识和防范能力提高，如曾经肆虐一时的鼠疫、

黑死病、天花、伤寒、痢疾、斑症伤寒等被有效控制，促进了死亡率的降低。以法国为例，18世纪后半期人口死亡率还高达

30‰以上，进入19世纪，从1801～1810年的27.8‰降到1831～1940年的24.8‰，1891～1900年更降到21.4‰，1929～1932年

为16.2‰，1950～1955年进一步降到12.8‰，目前只有9.3‰； 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死亡率虽然下降的时间、速度和程度略

有差异，但总态势是一致的，死亡率降到20‰以下的大致时间：英国1880年，法国和德国1900年，丹麦和瑞典1850年，挪威

1820年，奥地利1920年。二战结束后至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人口死亡率都稳定在10‰以下。死亡率下降促进人类寿命的

延长，20世纪50年代欧洲出生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6.2岁，其中北欧和西欧分别为67.6岁和69.2岁；目前欧洲是人口出生

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已经达到73.3岁，北欧国家超过了76岁；最长的瑞士、瑞典、法国等国家超过了78岁，其中女性

达到80岁以上。 

    2）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从19 世纪中期开始下滑。如法国1802年出生率为31.4‰，1850年降到

27‰，1900年为21.7‰，1950年进一步降到19.5‰，目前只有12.2‰。相应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从19世纪初的5以上降到19世

纪末的3以下，20世纪末进一步降到1.6。其他欧盟国家出生率下降的时间分别为：英国1875年，德国1880年，瑞士1860年，

瑞典1820年，荷兰1875 年， 匈牙利1890 年， 比利时1840年，意大利1885年。与死亡率开始下降的时间相比，出生率开始

下降的时间普遍晚30～50年，甚至更长。 

    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存在“时滞”，所以在人口转变的前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如英国和丹麦在19世纪后半叶

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伴随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差别越来越小，甚至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欧洲多数国家的

自然增长率极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多数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上维持在5‰左右， 个别国家甚至出现了稳定的负增

长，如德国从1970年以来一直保持人口负增长，目前的自然增长率为－1.5‰上下。 

    3）人口年龄结构逐渐改变，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 人口老龄化受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重影响（当然，还受人口迁

移影响）。事实上，由于死亡率的下降超前于出生率下降，在出生率开始下降的时候，死亡率或仍在继续下降，或基本稳定

在低水平，所以出生率开始下降的时候就应该是人口老龄化步伐启动的时间。以英国为例，早在19世纪中叶，总人口中的0

～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就开始减少，1871年为36.1 %，1901年为32.4%，1931年进一步降到23.8%，1960年为23.3%，2000

年为19.8%；相应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1871年为4.7%，1901 年仍保持不变，1925～1930年之间，突破7%，人口进入

老年型，从此后，老龄化程度逐渐加强，1950年达到10.7%，1980年为15.1%，2000年升至15.8%。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老龄

化步伐莫不如此，只是时间略有先后、程度有所差异而已。 

    综上所述，欧盟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突出特点是：导致人口转变的根本因素——

死亡率和生育率——是缓慢递减的，整个转变过程中并没有剧烈的动荡；人口转变是内生性转变，是自发的变化，经历了约

100～150年时间；人口转变是在人口压力并不十分显著的条件下完成的；人口老龄化是和缓平稳的，如实现人口年龄结构从

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 英国为45年。 

      2.中国的人口转变 

    虽然中国历史人口资料相当匮乏，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从传统型向现代性的人口转变过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人口死亡率超前于出生率约20年迅速下跌，并于70 年代中期在低位稳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人们的营养状况改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术的普及，死亡率从1949 年的20 ‰降到1965年的9.50‰后一直平稳缓慢地

下降（排除“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率突升），70年代中期跌至6～7‰的低水平，并一直保持至今。相应的出生平均预

期寿命从1950～1954年的48岁增加到1981年的67.7岁，世纪之交已经突破70岁，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判断中国

人口转变过程应该主要看生育率的变化。 

    2）生育率转变与政府强力的生育政策同行，出生率下降始于20 世纪70年代初，在70年代末稳定在低水平。50年代，政

府基本没有控制人口的理念，甚至鼓励人口增长；60年代，虽然认识到节制生育的重要性，并提出计划生育构想，但是“文

化大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失去了落实计划生育思想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事实上的人口总量增长最快的时期，经历了两

个生育高峰（如果没有“三年自然灾害”阻隔，两个生育高峰实际上就是一个长周期的生育高峰），绝大部分年份的人口出

生率维持在35‰以上，最高达到43.37‰（1963年）；总和生育率始终保持在5.5以上，最高为7.4。从1971年开始的计划生

育工程开启了人口转变的大门，1972年是重要的拐点，出生率跌到30‰以下，总和生育率降到5以下，标志着人口发展阶段

进入了转变期，从此后，随计划生育政策从“晚、稀、少”到“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一个不少”，再到“两个多了，一个

正好”，最后在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出生率迅速下降，1980年跌至18.21 ‰；80年代，受人口惯性和

生育政策微调（放宽）的双重影响，出生率一度回升到20‰以上；90年代出生率继续下降，1999年为15.23‰； 生育率在90

年代初达到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以后总和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8～1.9，实现了低生育率。 

    综合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4年的20‰以下再降到10‰以下（1998年），只用了24年，1999年进

一步降到8.77‰。 

    3）人口年龄结构即将进入老年型。1953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6.3%，1975年为39.5%；老年人口比重未变

化，均为4.41%，人口年龄结构为典型的年轻型。此后，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老化，1982年0～14岁人口比重降到33.6%，1995

年跌到26.3%，1999 年进一步降到25.4%；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扬，从1982年的4.9%，增至1995年的6.3%，1999年达6.9%，

预测2000年超过7.0%，步入老年型年龄结构。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转变开始于70年代初，90年代末已经结束，历时仅25～30年；政府生育政策干预是人口转变速成的

决定性因素，因此我国人口转变具有典型的外生性质；是在人口压力巨大的基础上完成的；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社

会经济条件处在非均衡状态，转变期后的人口问题比欧盟国家复杂且严重。 

      3.欧盟与中国的比较 

    欧盟与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可从丹麦与中国的比较图中直观看到，其主要差异可列表如下： 

 

      

      图1 丹麦人口转变与中国的比较 

      三、结论 

    本质上，欧盟的人口转变是内生性的均衡过程，中国是外生性的非均衡过程，二者面临的人口挑战迥然不同，我国人口

问题更加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 

    1）人口转变的主导因素不同。欧盟人口转变是以个人的婚姻、 生育和家庭价值观为前提，生育行为是建立在自主决策

权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婚育个体的能动性和生育偏好，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或家庭利益为目的，生育率变化的方向是自

下（个体）而上（民族或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中国的人口转变受政府生育制度安排的强约束，家庭并没有生多生

少的决策权，生育不仅仅表现为个人行为，也不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事实上已经演化为必须服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集

体行为，生育行为并不以生育观念改变为前提，生育率受国家生育政策引导自上而下的控制而被动下降，超前于社会经济条

件的改善，因此是不稳定的低生育率。 

    2）面临的人口问题不同。暂且不谈人口素质的巨大差异， 仅人口数量和结构两方面的分析表明，首先，欧盟恐惧人口

低增长，而我国要继续巩固和稳定人口低增长。欧盟持续的人口低增长，使多数国家深感劳动力不足，社会经济体系对国际

移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甚至为国家和民族的前景忧虑。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掣肘因素，据预

测，如果人口增长势头控制得好，我国人口将在2045年前后达到峰值15.5亿，虽然以后的人口发展趋势取决于生育率水平，

但我国的背景决定了生育率水平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内不可能降到欧盟目前的低水平（1.4），所以人口规模下降的速度会很

慢， 过程将是长久的，人口压力大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其次，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的人口急速老龄化时期即将到来，届时，

人口老龄化水平将用40 年左右的时间从10%以下猛增到20%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超过3亿， 这是与现行或未来的生育政策

无关的既定的事实，我们将面对人口规模和人口老龄化双重压力。 

    3）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不同。 人口增长率与人口规模呈正向变化，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呈反向变化的规律，形成三者此

消彼长的动态关系，欧盟只需设法提高人口生育率，就可缓解人口矛盾，增加总人口和劳动力供给，降低老龄化程度，提高

生育率是双赢策略。中国将处在两难的境地，选择提高生育率，虽然老龄化水平会相对减轻，但总人口规模会继续膨胀，而

且在15亿的基数上继续扩大；选择降低生育率，可有效控制总人口数量，但老龄化水平将继续提高，老龄化每增加1个百分

点， 就意味着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数量相对增加1500万左右，未来生育水平的选择只能在总人口和老龄化程度的夹缝中寻求

“最佳”途径。 

    4）继续控制人口增长， 稳定低生育率是既定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因为我国是外生性人口转变，隐含了易变和反弹潜

能，人口控制稍有懈怠，低生育率的成果就可能功亏一篑。欧盟完全建立在社会经济发达和个人自主生育决策基础上的低生

育率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我们不可能等到社会经济状况发展到足以引发生育率自发下降和维持的时候再稳定我国的低生

育率。结合中国特色，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生育行为不能市场化，仍要继续坚持政府调控为主导的原则，在宏观

上，稳定低生育率不仅有赖于经济的全面发展，创造适合内生性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且更有赖于建立一个实现内生

性低生育率的政策支持系统，借鉴欧盟的社会政策体系，利用综合政策的整合作用促进内生性低生育率机制的形成；在微观

上，借鉴欧盟内生性人口转变的成功经验，努力改变个体生育理念，鼓励个体理性的生育决定权的运用。此乃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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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自发性:民众自愿少生,生育率下降内生性:孩子成本与价值相统一,个体生育意愿主导生育行为长期性:人口转变跨越100～150年渐进性:生育率下降是缓慢、渐变的过程同步性:人口转变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同步,与个体生育意愿转变同步稳定性:低生育率是稳定的并持续了相当长时期 中国政策性:生育政策约束民众生育行为,生育率下降外生性:政府干预导致生育率下降,个体生育行为先于生育意愿变化短期性:完成人口转变仅用25～30年速成性:生育率在短期内快速、大幅度下降超前性:社会经济发展步伐滞后于人口转变,生育率下降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步伐反弹性:低生育率易变,政府改变会引起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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